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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工人运动中的“经济主义”是指片面追求工人阶级的眼前利益，鼓吹经济斗争的首要意义，放弃或

损害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倾向[1]。它是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需要经常面对和批驳的一个问题。中国

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也一再强调，要把关心工人的物质生活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反对只

顾眼前利益而损害政治斗争的倾向[2]。

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被逐步组织在各级工会中。在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的工

人阶级，其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就表现为生活与生产的关系。正确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是各

级工会组织的重要责任。1951 年 12 月，主持全国总工会工作的李立三就因为所谓“片面强调生活福

利而忽视生产”，被批判为犯了“经济主义”错误。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式开始实施，为使各级工

会组织和全国工人阶级专注于搞好生产，中共中央在年初决定把批判李立三的材料在党内刊物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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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汤姆·博托莫尔主编、陈叔平等译：《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常

凯主编：《中国工运史辞典》，〔北京〕劳动人事出版社1990年版，第61页。

[2]中华全国总工会编：《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下），〔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42、49、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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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干部读物上刊登，要求各地工会组织对照检查[1]。上海总工会结合上海工人阶级队伍的特点，在上

海市私营企业工人中开展了“反对经济主义”工作。

1951 年底李立三受到的错误批判，在 1980 年被中共中央和全国总工会党组平反，这已有了许多

研究[2]，但 1953 年各地工会检查“经济主义”的问题，目前还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只有当年的地方

工会工作者在1980年代全国工会系统整理各地工运史料时有过简略的回忆[3]。

1953、1954年，上海市在私营企业中开展了“反对经济主义”工作。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全国总

工会党组批判李立三“经济主义”的余波，似乎是私营企业中工人与工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但实质

上，它针对的是“一五”计划开始前后，资本家利用加工订货工作的疏漏，谋取不当利润，并企图操纵劳

资关系，破坏国家加工订货工作的新动向。

建国以后，随着全国工商业的恢复，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得到解放的同时，物质生活也日益得到改

善。在配合和执行国家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上，工人阶级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这无论是在各项

政治运动中，还是国家政策的贯彻实施中都有充分体现。正是因此，许多研究者都把政治运动（尤其

是“五反”运动）和国家调整劳资关系的有关政策的实施，作为考察劳资关系的立足点[4]。这种偏重于

政治运动和政策的考察，可称之为劳资关系研究的“政治”维度。这些研究固然揭示了劳资双方在政

治上的根本矛盾，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劳资关系和公私关系问题的复杂性。实际上，作为终究要

在政治上被消灭的阶级，资本家在政治运动和国家政策面前往往处于守势，不具有明显的抵制和破坏

能力。但作为私营经济组织的负责人，资本家却掌握着一定的经济资源，可以在日常经营中，充分运

用这些资源，对抗甚至破坏国家政策，这是以往的劳资关系研究未充分注意的地方，因此有必要超越

那种概括性的描述，对劳资之间、公私之间的经济关系进行具体分析，探究其“经济”维度。而 1953、

1954年上海市在私营企业中开展的“反对经济主义”工作，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

本文在公开出版的史料基础上，结合档案资料，探讨 1953、1954 年上海市私营企业中开展的“反

对经济主义”工作。这一事件的背景和采取的措施反映出，资方是利用何种机制来试图操纵劳资关

系、谋取不当利润、破坏加工订货工作的。与那种从“政治”维度来研究劳资关系的做法不同，本文试

图寻找劳资关系的“经济”维度，探究其内在机制。这种机制主要体现在：资方利用工缴货价核算方式

的缺陷，将工人过高的超额奖金和福利转嫁给国家，以谋取不当利润，破坏国家加工订货工作。这与

解放后上海市私营企业日益推广的超额生产奖励制有关，也和加工订货工作中工缴货价核算方式的

[1]李桂才主编：《中国工会四十年资料选编1948-1988》，〔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37页。

[2]杜万启、韩效芳：《论中国工会史上对“经济主义”问题的批判》，〔北京〕《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1989 年第 1 期；

江柯林：《试论建国后党对工会工作方针的曲折认识过程》，〔北京〕《党史研究资料》1992 年第 11 期；王建初：《论建国后

工人运动的三次挫折》，〔上海〕《史林》1994年第4期；汪洋、富秋：《论50年代对中国工会道路的探索》，〔沈阳〕《辽宁大学

学报》（哲社版）1995 年第 3 期；林蕴辉：《1950 年代关于工会工作方针的争论》，〔北京〕《学习时报》2007 年 4 月 9 日第 3
版，4月16日第3版；游正林：《60年来中国工会的三次大改革》，〔北京〕《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4期；陈用文：《对建国初期

工会若干问题的回顾》，曲青山、高永中编：《新中国口述史（1949-1978）》，〔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3页。

[3]例如，李家齐：《五十年代初批判工会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及其在上海的影响》，《上海工运史料》1986年第6
期；陆秀清：《关于南京市工会系统批判“经济主义和工团主义”历史的回顾》，《南京党史》1991 年，总第 32 辑；钱盛华：

《列宁对经济主义的批判和重庆批判“经济主义”的根本区别》，《重庆工运史研究资料汇编》1985年第21期；邵子言：《怀

念工会领导人蔡主任》，西南地区工运史征编协作组编：《西南地区工会运动 1949-1954》，〔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376页。

[4]霍新宾：《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之命运：“五反”运动前后上海的劳资关系变动》，〔上海〕《史林》2015 年第 2 期；霍

新宾：《劳资关系与社会转型—新中国成立前后上海的劳资关系变动》，〔北京〕《中共党史研究》2009 年第 9 期；霍新宾：

《建国初期劳资关系的国家整合—以上海劳资协商会议为中心》，〔北京〕《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3期；李方祥：《“五

反”运动后国家对劳资关系调整的经济史分析》，〔北京〕《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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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有关。这也正是上海私营企业中“反对经济主义”的背景。

一、上海私营企业工人“经济主义”问题的背景

上海在 1953 年和 1954 年开展的“反对经济主义”工作，是在五金、纺织等主要行业的规模较大的

私营企业的工人中开展的。这有两方面原因：第一、这些行业的大中型私营企业普遍实行的超额奖励

制，在定额没有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而调高的情况下，工人所得的超额奖金不断升高，推高了企业生

产成本。第二、国家对私营企业实行加工订货，需要支付工缴或货价，而工缴货价难以精确核算，使不

法资方可以把工人的奖金和福利计入工缴货价，以多得利润，增加了国家不合理的工缴货价支出，破

坏国家加工订货工作[1]。

1. 私营企业中的超额生产奖励制

解放后，随着通货膨胀的消除和工商业的恢复，上海市私营工商业日益好转。为提高工人的生产

热情并改善工人的生活，在上海总工会和上海市劳动局的支持下，部分私营企业的工会组织向资方提

出了超额生产奖励制，在工人增产的基础上，发给工人奖金[2]。1951年下半年的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

炮运动中，上海主要行业的大中型私营企业又在超额生产奖励制的基础上，实行了增产节约捐献办

法：劳资双方根据平日生产情况，确定一个生产定额，工人通过努力工作、增产节约，实现超额生产，超

额生产的产品所带来的利润，即为超额利润。超额利润的大部分用作捐献，其余则作为企业再生产资

金和工人集体福利及奖金[3]。这种捐献办法在五金、纺织、化学、轻工业以及棉布业等主要行业的私营

大中型企业得到推广[4]，既提高了劳资双方的捐献额，也激发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5]。

进入 1952 年，这种超额生产奖励制作为一种激励机制被保留了下来。在这种奖励制中，定额的

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超额的难易和超额的数量。因此，作为一种长期激励机制，定额应随着生产能

力的提高而逐步调高，这就需要基层工会组织经常进行检查。但由于受到“三反”、“五反”运动的影

响，上海市各级工会组织未能及时检查这些合同[6]。“五反”运动和随后的私营企业“民主改革补课”运

动后，为推动恢复生产，这种超额生产奖励合同在私营企业中得到进一步推广[7]。

到 1953 年 5 月，超额生产奖励制在私营轧钢、机器、电机、棉纺、印染、制药、造纸等行业的规模较

大的工厂中已经普遍存在。家用化学、颜料、文具、仪器、钢笔、毛巾被单、搪瓷等业的大厂中也存在[8]。

[1]霍新宾注意到了 1953 年前后上海私营企业工人中的“经济主义”问题，但他认为这种“经济主义”是“五反”运动

后工人在企业里掌握了领导权的结果，而未意识到超额奖励制和工缴货价机制等因素。霍新宾：《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

之命运：“五反”运动前后上海的劳资关系变动》。

[2]上海总工会工资部：《关于解放后上海工资情况的报告》（1951年7月10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C1-2-618，第

164 页；上海市劳动局：《大中工业社生产奖励调查报告》（时间应该是 1951 年下半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128-1-
30-20，第1页。

[3]《市协商会座谈增产捐献中的问题 刘长胜主席提出原则建议》，〔上海〕《劳动报》1951年9月16日，第1版。

[4]上海总工会生产部、私营企业部：《增产节约捐献运动的一些情况》（1951 年 11 月 9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C1-2-524，第5页。

[5]《上海市抗美援朝分会公布各界捐献武器捐款情况》，《解放日报》1952年6月29日，第1版。关于1951年上海私

营企业的抗美援朝捐献运动，笔者有专文论述，待刊。

[6]上海市委办公厅：《关于本市私营工厂中超额奖金问题的报告（修正稿）》（1953年5月29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

号A38-2-425-7，第2页。

[7]《私营工厂生产奖金情况综合报告》（1953年5月1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C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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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海总工会1953年6月统计，全市有超额生产奖金合同的大中型私营企业达到623户[1]。这种超额

生产奖励制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定额没有随着生产的提高而提高，超额越来越多，超额奖金也水涨船

高。例如轧钢业中，实际产量一般都超过定额 100%以上，机器、电机业的实际产量也都超过定额

30%-50%，少数已超过 80%[2]。上海市 100 人以上的私营印染厂有 42 家，其中 39 家有超额奖金合同，

其中奖金占工人工资 26%-71%的有 19 家[3]。这无疑会增加私营企业的生产成本。但资方却利用这

一时期加工订货工作中工缴货价核算方式的疏漏，把这种成本转嫁给国家，并可以从中牟利。

2. 加工订货工作中工缴货价核算方式的疏漏

1953年全年，上海加工订货产品产值已经占到全市私营工业总产值的61.8%，这一比例在大中型

私营企业中则更高[4]。国家委托私营企业加工产品，或收购私营企业的产品，需要向私营企业支付工

缴（即加工费）[5]或货价。工缴货价是由企业所付出的成本和企业应得的利润两部分组成。原则上讲，

为买卖公平起见，也为鼓励企业降低成本、追赶先进，在核算工缴货价时，每种产品的成本，都应该以

该产品在该行业的中等标准的工厂中的生产成本为标准，而不应以各企业本身的实际成本为准，否则

无异于“实报实销”。但由于各厂在规模大小、设备好坏、开工情况、管理水平方面都不同，要确定每种

产品成本的“中等标准”，“实际上很难做的通”[6]。陈云在1953年9月说，上海的加工订货产品有几千

种，真正算了细账的，只有几十种[7]。大部分产品都是由企业自报成本。而企业应得的利润，就是这个

自报成本的一定百分比。例如中国百货公司在上海收购私营企业产品时，一般是在企业自报成本的

基础上，给以 3%-5%的利润，有些热销货则提高到 5%-10%[8]。这就形成了一个很不合理的现象：产

品的成本越高，私营企业的利润就越大[9]。这种缺陷使不法资方可以钻空子，把工人的超额奖金和福

利算入成本，不但转嫁了负担，还能多得利润[10]。由于存在这种“转嫁”机制，超额奖金和过高福利问

题在接受国家加工订货的私营厂更加突出[11]。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也发现，“经济主义”倾向比较

严重的地方，都是资本主义企业比较集中的地方[12]。通过这种“成本转嫁”机制，资方可以多得利润，

并腐蚀落后工人，向国家收购部门隐瞒次货，对抗和破坏加工订货工作[13]。

[1]《私营企业增产节约奖金视同盈余课税问题情况》（1953年6月2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C1-2-1004，第97页。

[2]上海总工会党组：《关于修订目前私营五金工厂劳资合同问题的请示报告》（1953年8月1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

档号C1-2-859，第44页。

[3]上海总工会党组：《关于修订私营印染厂劳资合同的请示报告》（1953 年 12 月 22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C1-
2-859，第131页。

[4]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等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上海卷》（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年版，第853页。

[5]叶全良主编：《商业知识辞典》，〔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4页。

[6]上海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加工订货问题的情况报告（草稿）》（1953 年 5 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28-1-
17，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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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对经济主义”的措施

1951 年 12 月，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全国总工会党组进行了改组，并召开了党组第一次扩大会

议。这次会议批判全国总工会负责人李立三领导工会工作中犯了“经济主义”、“工团主义”等错误[1]。

1953 年 1 月，中共中央要求把批判李立三的材料在党内刊物和工会干部读物上公开。全国总工会也

要求各地工会对照检查，肃清李立三的错误影响[2]。

为贯彻中共中央和全国总工会的要求，1953 年 3、4 月间，上海总工会召开了党组扩大会议，认为

在上海某些产业和工厂中，尤其是私营企业中，存在着“经济主义”的偏向：超额奖金过高，变相工资和福

利待遇过多等，以致增加了企业生产成本和国家不合理的工缴货价支出，影响了国家加工订货工作[3]。

上海总工会随后在4月份又召开了上海工人代表会议，明确提出要“反对经济主义”[4]。

1. 修订私营企业超额生产奖励合同、提高定额

产生超额奖金的直接原因，是超额生产奖励合同。为此，在上海市委的指示下，上海总工会选择

了奖金问题比较突出的轧钢、电机、机器三个行业为重点，从5月份开始，集中这三个行业158个工厂

的314名基层干部开办训练班，检查合同中的问题，并召集老工人、技术人员和工会干部举行座谈，提

出了《关于修订私营五金工厂劳资合同的意见》和《内部掌握的几项原则》，得到上海市委的批准。

该方案要求以提高定额、降低成本为中心，对原有的超额生产奖励合同进行修订[5]，但为了避免过

多地影响工人的收入，又规定了超额奖金的控制线：轧钢业工人的超额奖金一般应控制在原有奖金水

平的30%-50%之间；机器业奖金应控制在基本工资30%左右；电机业奖金控制在平均工资30%以下[6]。

私营印染业也是超额奖金问题比较突出的行业。但是，与五金工会的做法不同，上海市纺织工会

要求私营印染业各厂原有的超额生产奖励合同在 1953 年 5、6 月间一律停止执行，同时向工人承诺，

等新合同实行以后，会补发旧合同停止期间的奖金[7]。

2. 对超额奖金征收企业所得税

在工会系统开始“反对经济主义”动员的同时，1953年4月27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要求将私营企

业工人的超额奖金视作企业利润，课征企业所得税[8]。为此，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在5月14日召集基层工

会主席约 500 人进行动员[9]。但又规定，如果这笔奖金在 4 月底以前已经发给了职工，则不再追缴[10]，

[1]倪志福主编：《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和工会运动》（上册），〔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页-136页。

[2]李桂才主编：《中国工会四十年资料选编 1948-1988》，第351、352页。

[3]上海总工会：《沪工周报》第一号（1953年4月20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C1-2-876，第3页。

[4]上海总工会：《沪工周报》第三号（1953年5月4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C1-2-876，第23页。

[5]上海市工会联合会：《上海私营企业 1953 年反经济主义倾向调查（初稿），沪工（57）三办字第 34 号》（1957 年 8 月

24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C1-2-2322，第1页。

[6]上海总工会党组：《关于修订目前私营五金工厂劳资合同问题的请示报告》（1953年8月1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

档号C1-2-859，第44页。

[7]但随后开始的公私合营，使制定新合同的工作被耽误了下来。中国纺织工会上海市委员会：《对1953年私营印染业

贯彻上海工代会议反经济主义倾向的检查报告（初稿）》（1957年9月2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C1-2-2322，第92页。

[8]上海市委：《关于私营企业增产奖金征收所得税的指示》（1953年5月20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A47-2-10-9，

第1页。

[9]上海总工会私营企业部：《关于私营企业增产节约奖金视同盈余征收所得税问题》（1953年6月13日），上海市档

案馆藏，档号C1-2-1004，第39、40页。

[10]上海市委：《关于私营企业增产奖金征收所得税的指示》（1953年5月20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A47-2-10-
9，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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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出其目的在于杜绝资方以后的不法行为，而不是追究工人已得到的奖金。为了照顾低收入职工

的生活，上海总工会还提出对工资低的工人应该免征[1]。

但鉴于超额奖金征税工作很容易被资方利用来误导职工、攻击国家政策，因此上海市委在 1954
年7月23日决定：压缩超额奖金问题，最终还是需要通过修订生产合同、提高定额、减少超额来解决。

在定额未提高以前，超额奖金征税问题，可以由税局“灵活掌握”[2]。

3. 国家加工订货部门核减工缴货价

由于在接受国家加工订货的私营企业里，资方往往将工人的超额奖金和福利计入工缴货价，转嫁

给国家。因此，核减工缴货价必将对资方这种“钻空子”行为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按照市委的指示，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在1954年8月9日要求国营加工订货部门适当地调低工缴、

货价[3]。上海市重工业局迅速做出反应，在第二天即向私营五金工厂的资方宣布了这一决定。这次调

整幅度为：机械产品工缴平均降低 32.39%；电器产品工缴平均降低 39.82%；轧钢工缴平均降低

28.86%；电解铜工缴平均降低10.4%[4]。

除了上海市重工业局以外，上海国营商业系统的百货、花纱布、五金、交电、化工、医药等9个专业

公司也调低了 2531 种工缴货价[5]。降低工缴货价，深深触动了资本家的神经，资方腐蚀拉拢工人的

“成本转嫁”机制，再也行不通了[6]。

除了上述几方面措施以外，上海市各级工会组织和党政部门还开展了广泛的思想教育工作。从

1953 年 5 月份开始，上海总工会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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